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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務焦點 

2026 年校務研究數據分析夏日學校圓滿落幕：引領 AI 協作與 Vibe Coding 新浪潮 

由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合辦的「2026 校務研究數據分析夏日學校」，於 8 月 17 日至 8 月

21 日在三峽總院區採五天四夜住宿型態圓滿落幕。本次活動吸引全臺大專校院校務研究主管、分析人員，以及國教

院研究團隊約 55 位夥伴齊聚交流，共同探索生成式 AI 時代下的校務研究新典範。 

面對 AI 浪潮，今年的課程核心鎖定「Vibe Coding」，引導學員掌握「以自然語言與 AI 深度協作」的全新工作

流。課程內容涵蓋開放數據抓取、數據整併與清洗、指標視覺化儀表板建置、地理空間圖層分析（QGIS），以及準實

驗設計實作與文本分析應用。此外，晚間亦特別安排校園智能客服開發、Scopus 資料庫與 API 串接等專題演講，

拓寬技術應用的實務視野。學員親自體驗不需受限於繁複語法，即可藉由精準提示與邏輯思維，快速理清數據洞察並

搭建分析工具。    

為期五天的密集實作中，學員展開跨校合作，各組產出兼具深度與即戰力的研究專案。成果主題多元且切中當前

高等教育關鍵議題，包含招生門檻與註冊率策略、新興招生市場辨識、跨領域課程參與影響、延畢生輪廓分析、學習

成就預警系統設計、大學教師研究產出縱斷面追蹤、產學合作參與潛力辨識、課程與產業需求對接，以及系所整併與

轉型可行性評估等。透過動態儀表板與簡報展現出卓越的分析洞見，不僅驗證了人機協作在 IR 決策支援上的極大潛

能，更獲得與會專家學者的高度肯定。本次夏日學校不僅全面賦能高教分析人員的數據素養與 AI 技能，也持續厚植

臺灣校務研究社群的創新動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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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同時，在「專題分享」單元中，為深化對高教治理與數據應用的理解，特別刊載夏日學校同儕互評優選專

題，期盼本期內容能引領讀者掌握專業趨勢，並啟發更多跨校合作與制度創新。最後，本協會預計於 2027

年 2 月 18 日（四）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先鋒國際研發大樓辦理「2027 年第六屆第二次臺灣校務研究專業

協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」（主題：AI 與校務治理），現場亦有與 OCAIR 合辦之「從基礎到進階的校務研究」

特別企劃。本次研討會論文徵稿截止日期為 2026 年 12 月 13 日（日），刻正熱烈徵稿中，誠摯邀請各界先

進踴躍投稿與報名，詳細活動與徵稿資訊歡迎參閱研討會官方網站。 

 

 

 

  本次夏日學校在專題發表採同儕互評，經全體學員投票選出 4 組表現最優的團隊。

這四組成果兼具創新性與實務價值，充分展現生成式 AI 與 IR 數據分析在高等教育

治理中的應用潛力與前瞻思維。 

跨領域課程參與與影響 / 魏毓惠（國防醫學大學校務暨永續發展研究中心執行

秘書）、李威儀（逢甲大學研究發展處校務研究與發展組書記）、林姿蓉（國立屏東大

學校務研究中心專任助理）、胡育豪（正修科技大學校研中心副教授）、張祐銘（弘光

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組長） 

延畢學生輪廓與對策 / 吳曉華（靜宜大學研究發展處）、黃鉉瑋（中臺科技大學

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助理教授）、辜輝趂（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秘

書）、孔健中（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院務研究暨永續發展辦公室執行秘書）、廖益興（中

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） 

從產學合作參與到潛力辨識：教師特質分析、機器學習與決策支援 / 李之中（中

華大學研發處校務研究中心主任）、張凱易（中山醫學大學校務研究中心專任助理）、

邱永金（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務研究暨社會責任辦公室）、薛來銘（耕莘健康管

理專科學校宜蘭分部教務組組長）、余紫榕（臺北市立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專案助理） 

課程與產業需求對接分析之研究 / 朱蓮春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處專案

副理）、顏慧（南臺科技大學校務發展組組長）、朱純瑜（逢甲大學研究發展處校務研

究與發展組助理）、丁秋瑤（中國醫藥大學校務研究組約聘助理研究員）、翁繹佳（國

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中心專任助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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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破機會落差： 

英語授課（EMI）課程對弱勢學生國際流動之影響 

楊婕妤（東吳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）、林世昌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） 

    國際流動被視為提升個人職涯發展的重要途徑（Kratz & Netz, 2018; Roy et al., 2019; Van Mol et al., 2021），

但參與國際流動的機會並非均等。來自較高社會經濟地位（SES）家庭，更可能選擇赴海外求學或工作。1 此種差

異使優勢群體更容易累積國際經驗與人力資本，而弱勢群體則持續受到限制，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再製

（Macmillan et al., 2015; Rivera, 2016; Netz & Grüttner, 2021）。  

    值得注意的是，教育可能提供一條打破此種再製循環的途徑。當大學提供資源充足的學習環境與支持措施時，

來自較不利背景的學生有機會做出不同選擇，進而改變其未來發展軌跡（Schnepf & Colagrossi, 2020; Entrich et 

al., 2024）。然而，現有研究多聚焦於獎助學金等財務支持措施，對於課程設計等非財務性介入如何影響學生未來

國際流動決策，仍缺乏充分理解。 

    為補充此一研究缺口，本研究聚焦於英語授課（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, EMI）課程經驗與學生

畢業後國際流動之間的關聯，並進一步探討家庭社經地位是否調節此一關係。 

一、研究方法 

為估計 EMI 課程對學生畢業後國際流動之影響，本研究設定基準模型如下： 

𝐼𝑛𝑡𝑒𝑟𝑛𝑎𝑡𝑖𝑜𝑛𝑎𝑙 𝑀𝑜𝑏𝑖𝑙𝑖𝑡𝑦𝑖 = 𝛼 + 𝛽 ⋅ 𝐸𝑀𝐼 𝑖𝑚𝑚𝑒𝑟𝑠𝑖𝑜𝑛 𝑒𝑥𝑡𝑒𝑛𝑡𝑖 + 𝑆𝑖
′𝛬 + 𝜀𝑖 

    其中，結果變數 𝐼𝑛𝑡𝑟𝑒𝑟𝑛𝑎𝑡𝑖𝑜𝑛𝑎𝑙 𝑀𝑜𝑏𝑖𝑙𝑖𝑡𝑦𝑖 為畢業後是否赴海外發展；𝐸𝑀𝐼 𝑖𝑚𝑚𝑒𝑟𝑠𝑖𝑜𝑛 𝑒𝑥𝑡𝑒𝑛𝑡𝑖 衡量 EMI 課

程修習比例；𝑆𝑖 為控制變數集合，納入學生個人特徵與家庭背景。 

    然而，EMI 修習程度可能受到反向因果關係（reverse causality） 影響。具有海外發展規劃的學生往往更傾

向選修 EMI 課程，使 EMI 修課選擇與國際流動決策同時受到未觀察之自我選擇因素影響。為解決此識別問題，本

研究採用工具變數法，利用 2013 年英語聽力測驗（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, TELC）政策實施

所產生之外生變異作為識別來源。TELC 提升英語聽力能力在升學過程中的重要性，促使高中課程調整，進而提高

學生修習 EMI 課程之機率。由於該政策為全國統一實施，與個別學生之海外發展規劃無直接關聯，因此可作為識

別 EMI 修習程度效果之有效工具變數。據此，本研究採用 IV-Probit 模型，並以最大概似法（Maximum Likelihood 

Estimation, MLE）進行估計，模型設定如下： 

𝐼𝑛𝑡𝑒𝑟𝑛𝑎𝑡𝑖𝑜𝑛𝑎𝑙 𝑀𝑜𝑏𝑖𝑙𝑖𝑡𝑦𝑖 = 𝛼 + 𝛽 ⋅ 𝐸𝑀𝐼 𝑖𝑚𝑚𝑒𝑟𝑠𝑖𝑜𝑛 𝑒𝑥𝑡𝑒𝑛𝑡𝑖 + 𝑆𝑖
′𝛬 + 𝜀𝑖 

𝐸𝑀𝐼 𝑖𝑚𝑚𝑒𝑟𝑠𝑖𝑜𝑛 𝑒𝑥𝑡𝑒𝑛𝑡𝑖 = 𝛾 + 𝛿 ⋅ 𝑇𝐸𝐿𝐶𝑖 + 𝑆𝑖
′𝜆 + 𝜇𝑖 

    此外，於實證分析上，為確保研究對象具有較高可比性，本研究將分析樣本限制於大學部學生。由於大學部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Qian & Smyth, 2011; Fan & Cheng, 2018; Shen et al., 2021; Liu et al., 2023; Yang et al., 2023; Entrich et al., 2024; Chen & 

Chien, 2024; Guo, 20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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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皆經歷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篩選程序，其入學能力差異相較於研究生階段較容易控制。再者，學生的職涯規

劃與國際流動決策可能受到大學期間學習經驗影響，因此排除研究生樣本，以避免不同教育場域所造成的能力異

質性與經驗差異干擾估計結果。 

二、學生背景於國際流動決策中的角色 

    在探討 EMI 課程對學生國際流動之影響前，本研究先以描述性統計檢視學生國際流動決策與家庭背景之關聯。

表 1 顯示，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較傾向赴海外發展（44%），而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則多選擇留在國內（分別為

26%與 17%）。卡方獨立性檢定結果顯示，不同家庭收入群體在國際流動決策上存在顯著差異（p < 0.05）。 

    上述結果與理性選擇理論（rational choice theory）的預期一致，即個體會依據自身條件與可得資源進行效

用最大化決策。高社經地位學生因具備較充足的經濟與文化資本，較能承擔海外求學或工作的成本與不確定性，

因此更可能選擇國際流動；相較之下，低社經地位學生面臨較高的資源限制與風險考量，較傾向留在國內。整體而

言，家庭背景差異可能造成國際流動機會的不均等，優勢背景的學生更容易累積跨境經驗與人力資本，而弱勢背

景學生則較可能受到限制。此種差異可能進一步影響學生未來職涯發展，並強化社會再製現象。 

表 1：學生背景與國際流動之相關性 

Family income 
       Post-Graduation Mobility     𝝌𝟐 Test 

 Abroad (%) Domestic (%) Obs.  stat. p-value 

High-Income  43.99 56.01  616  

191.08 0.000 Middle-Income  26.28 73.72 2,489  

Low-Income  17.39 82.61 2,226  

三、EMI 沉浸程度對國際流動之影響 

    表 2 呈現 EMI 課程參與程度對學生畢業後國際流動決策的整體影響。結果顯示，EMI 課程修習比例每增加 1

個百分點，學生畢業後從事國際流動的機率約提高 3.6 個百分點，表示修習 EMI 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生畢業後參與

國際流動的可能性。 

表 2：EMI 沉浸程度對國際流動性的影響 

Model IV-Probit 

(1) (2) (3) (4) 

Outcome: International Mobility     

EMI immersion extent 0.045*** 0.028***  0.024***  0.036***  

 (0.011)  (0.005)  (0.005)  (0.010)  

     

Outcome: EMI immersion extent     

IV: TELC 1.290***  2.548***  2.331***  1.370***  

 (0.150)  (0.146)  (0.149)  (0.152)  

     

F-statistics 73.6 305.9 243.4  81 

Academic Performance yes   yes 

English Proficiency  yes  yes 

Family Background   yes yes 

Gender yes yes yes yes 

Observation 5,263 5,293 5,186 5,1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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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 EMI 課程效果在不同家庭收入群體間的差異。結果顯示，EMI 課程對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效

果最為顯著，EMI 課程修習比例每增加 1 個百分點，其畢業後國際流動的機率提高 6.5 個百分點；對中收入家庭

學生而言，國際流動機率則增加 3.3 個百分點。相較之下，高收入家庭學生的估計效果未達統計顯著水準，顯示

EMI 課程參與程度對其國際流動決策影響有限。 

表 3：EMI 沉浸程度之異質性影響 

Outcome: International Mobility Family Income 

 High-income  Middle-income Low-income 

 (1) (2) (3) 

    

EMI immersion extent -0.004 0.033***  0.065***  

 (0.022)  (0.013)  (0.022)  

    

Controls yes yes yes 

Observation 603 2,405 2,129 

 

為進一步呈現此異質性效果，本研究依據 IV-Probit 模型估計結果計算邊際預測值（predictive margins），

以呈現不同 EMI 修課程度下學生選擇國際流動的預測機率。從圖 1 中可觀察到，高收入家庭學生的國際流動機

率在不同 EMI 修課程度下變化有限。此結果意味著，高收入學生的國際流動主要仰賴家庭既有的經濟與文化資本，

而非 EMI 課程所帶來的額外助益。相較之下，圖 1 結果顯示 EMI 課程對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具有明顯效果。舉例

來說，對低收入家庭學生而言，未修習 EMI 課程時，其進行國際流動的機率幾乎接近零；然而，隨著 EMI 修課比

例提高，國際流動機率亦顯著上升。來自中收入家庭的學生亦呈現類似的正向趨勢。 

    綜上所述，EMI 課程的效益主要集中於中低收入家庭學生，顯示其有助於降低家庭背景對國際流動機會的限

制。由於高收入家庭學生原本即具備較充足的經濟與文化資本，EMI 課程對其影響相對有限；反之，對中低收入

家庭學生而言，EMI 課程可能發揮機會均等化功能，協助其突破結構性限制並拓展國際發展機會。 

圖 1：家庭收入異質性下 EMI 課程修習程度對國際流動影響之預測機率 

四、結論 

本研究探討 EMI 課程是否能促進學生畢業後的國際流動，並進一步檢視其對不同背景學生的影響。第一部分

研究結果顯示，國際流動機會並非均等分配，而是受到家庭社經背景的顯著影響。來自較優勢家庭的學生，更容易

取得海外發展機會；相對而言，弱勢背景學生則面臨較高的參與門檻，進而形成社會再製現象。 

在此背景下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，適當的課程設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此種不平等。相較於傳統著重經濟

補助的政策工具，EMI 課程透過創造英語使用與跨文化學習環境，提升學生參與國際事務的信心與能力，進而增

加其投入國際流動的可能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EMI 課程的效益主要集中於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，顯示其可能成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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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機會均等的重要教育機制。 

此一發現對高等教育政策具有重要啟示。過去政府協助弱勢學生的措施多以經濟補助為主，雖有助於維持學

生受教機會與完成高等教育，但對於畢業後長期職涯發展的促進效果仍可能有限。本研究發現顯示，若欲進一步

改善教育不平等，政策制定者除提供財務支持外，亦應重視課程設計等非財務性介入措施。透過適當的課程安排

與學習環境建構，大學有機會減緩家庭背景所造成的限制，提升學生接觸國際機會與拓展職涯發展可能性的能力。 

然而，EMI 課程並非沒有爭議。未來在推動相關政策時，仍須兼顧本土語言與文化發展，避免語言階層化及其他

潛在不平等問題。整體而言，本研究顯示，高等教育不僅是知識傳遞的場域，更是促進社會公平與向上流動的重要

機制。透過審慎規劃的課程設計，大學有機會成為打破社會再製、擴大國際機會的重要推動力量。 

 

參考文獻： 

Yang, JY. and Lin, E.S. (2026). Breaking the cycle: the role of EMI courses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mobility 

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. Higher Education, 1-26.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0734-025-01613-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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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研究的雙重角色： 

人工智慧時代公共價值與績效治理的制度張力 

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/林靜慧副教授 

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/許若玫博士生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/黃祈勝助理教授 

壹、前言 

高等教育面臨雙重轉型壓力：新公共管理（NPM）推動績效導向與問責，人工智慧（AI）則強化以量化指標

為基礎的治理工具。校務研究（IR）因此不再只是決策參考，而是嵌入治理架構，成為影響資源分配、學生機會與

機構定位的制度性機制。本文以「公共價值」為視角，整合 NPM 與數據治理理論，提出「校務研究的雙重角色」：

IR 同時是公共價值促進者與績效治理工具，兩者之間存在制度性張力。 

貳、理論基礎：教育的公共價值與治理轉型 

公共價值強調公共機構應創造具社會意義與正當性的價值（Moore, 1995），在高教中可從公平、效率與問責

三面向理解（Bozeman, 2007），其功能除培育人力資本，更涉及促進社會流動與培養公民素養（Marginson, 

2011）。然而，公平、效率與問責三者在實務運作中往往存在張力，此內在張力即為本文分析「雙重角色」的理論

起點。 

1990 年代以來，NPM 引入市場與企業管理思維（Hood, 1991），使大學由強調學術自主與公共使命，轉向績效

評估與競爭導向（Deem et al., 2007）。IR 的興起可視為回應績效治理對數據化管理之制度需求。然而，過度依賴

量化指標，恐將教育目標簡化為可測量的成果，忽略批判思考等難以量化的價值（Biesta, 2010）；競爭與排名機

制亦可能加劇資源集中，使弱勢學校面臨邊緣化風險（Marginson, 2016）。例如高教深耕計畫部分補助連結學習

成效與畢業率，使學校優先追求可量化績效。 

臺灣自 2015 年由教育部推動校務研究政策（彭森明，2015），邁向具 NPM 特徵的數據導向治理，IR 並與深

耕計畫連動。部分大學已運用修課與成績資料預測延畢或輟學風險並提供輔導（林靜慧、林思吟、胡柏先，2021），

顯示 IR 已直接介入學習歷程，並逐步形塑「教育成功」的標準。導入 AI 可視為此治理邏輯的延伸與深化，使效率

與控制邏輯進一步被放大。 

參、校務研究的角色轉型：從決策支援到治理機制 

IR 使政策制定由經驗判斷轉向實證基礎，例如分析招生資料以調整名額、因應少子化（何希慧，2016）。其功

能由描述性分析，演進到預測性分析（預測學生流動、招生趨勢與學習成果），再到規範性分析：AI 不僅預測結果，

還提出行動建議並嵌入決策流程（Zheng & Webber, 2023）。資料選取與指標建構具規範性意涵，顯示 IR 不只反

映現實，也在某種程度上建構現實。例如，畢業率、就業率被視為關鍵績效指標，即重塑了「學生成功」的標準；

依預測模型安排輔導資源，也實質影響學生的學習機會。AI 加速高教由專業判斷走向數據治理（Kitchin, 2014），

既是角色提升的契機，也是制度張力加深的起點。 

肆、AI 驅動校務研究的公共價值機會 

教育部雖建置逾 60 個資料庫，卻缺乏系統性整合（蔡明學、黃建翔，2015），各校也受限於設備、人力與數

據管理系統（Pedró et al., 2025）。AI 工具能讓不諳程式的第一線人員經訓練後，以自然語言（vibe coding）生

成程式，改善資料清理與整合的效率。更深一層的價值，在於能將隱性不平等轉化為可分析的證據：資料經系統化

衡量後，即可用於資源校正（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-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[OECD], 2023），使

學校成果專欄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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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精準挹注於真正需要之處；對內可即時監測就學穩定率並提供輔導，對外則可藉 AI 自動排程更新儀表板等。

惟這些機會仍須有治理架構與風險管理配套，方能落實。 

伍、AI 與校務研究的公共價值風險 

從公共價值角度觀之，導入 AI 並非單純的技術升級，背後隱含多重制度風險（Selwyn, 2019）。 

一、AI 幻覺：AI 可能虛構數字或誤引文獻（Bender et al., 2021），若未經查核即納入決策，恐導致策略誤判

與資源分配不均（Williamson & Eynon, 2020）。AI 應定位為「輔助工具」而非「知識引擎」，並建立可稽核流程：

附上來源與佐證、主管人工審核、高風險報告多重驗證。 

二、資料治理三項工作：（一）建立「資料溯源→特徵工程→模型設計→輸出應用」的一致化流程；（二）將

LLM 納入資安框架，防範提示詞注入、越權查詢與再識別風險（Perez & Ribeiro, 2022），並由資訊單位持續投入

版本控管與成本監測，使平台得以永續運作；（三）IR 專注指標定義與教育情境詮釋，IT 則提供平台與資安服務，

共同建構跨部門 AI 治理架構。 

三、黑箱與問責危機：若分析者僅接受 AI 輸出，卻無法說明其判斷依據，決策便失去透明與可解釋性（Eubanks, 

2018）。IR 單位須建立公平性與可解釋性原則（Drachsler & Greller, 2016）、符合法規的資料安全與去識別化流

程、可稽核的 AI 使用規範與長期平台能量，才能維繫利害關係人的信任。 

陸、校務研究的雙重角色 

雙重角色並非「利弊並陳」，而是結構性的制度張力：同一技術用於揭露差異、支援弱勢時，促進公共價值；

用於排名與資源競爭時，則強化績效邏輯。IR 同時受兩種邏輯驅動，其實際走向則取決於制度環境的價值取向與

治理架構。張力的根源不在技術本身，而在技術所嵌入的制度邏輯；IR 的興起本質上回應問責與效率需求，AI 更

強化此邏輯（Kitchin, 2014）。技術提升並不能自動化解此一張力；若缺乏制度改革，技術反而只會強化既有邏輯。 

以 AI 輟學預警為例：若目標是提升畢業率以維繫補助，資源將集中於「可救回」的學生，減少對高風險學生

的投入，反而可能使結構性弱勢進一步被制度化（Eubanks, 2018）；若以制度規範要求系統以「保障每一位學生

的學習機會」為目標，並配套演算法公平性審查、優先投入高風險學生與定期公開成效（Drachsler & Greller, 

2016），同一技術便能推動教育公平。兩者的差異不在技術本身，而在制度設計是否將公共價值嵌入系統運作邏輯

——這是治理設計的問題，而非技術選擇的問題。高教在績效與市場化壓力下，有由公共財轉向私有財的風險

（Marginson, 2011），過度量化評估亦將使難以測量的價值系統性地被邊緣化（Biesta, 2010），這些風險在 AI 強

化數據治理下只會更顯著。故應從指標設計、資料治理到組織文化全面導入公共價值取向，使 IR 發揮公共價值促

進者功能。 

柒、政策與實務建議 

政府應重新檢視以畢業率、就業率與研究產出為主的指標體系，避免過度依賴單一量化指標，並納入學習歷

程、跨領域能力、社會參與等多元指標。大學應建立 AI 與 IR 治理機制，確保透明、公平與可問責（Williamson, 

2017），推動演算法審查、資料治理規範與跨部門協作（Kitchin, 2014）；若預警模型持續將特定群體標示為高風

險，應檢視其資料與分析邏輯。AI 應用應受制度性治理，而非僅由技術效率主導。 

捌、結論 

IR 能否實現公共價值，並非單純取決於技術能力，更關鍵在於其所處的制度與組織條件。臺灣 IR 面臨三項挑

戰：一是資料整合不足、外部數據難以取得（傅遠智、張育慈，2024）；二是何希慧指出分析結果與決策之間仍有

落差，決策仍高度依賴經驗（引自許嘉寶、俞子翔，2024）；三是 IR 單位依賴政府計畫經費、以短期聘任為主，

人員流動率偏高（林靜慧、林思吟、何希慧，2021）。AI 可能加深對數據與模型的依賴，使決策由價值辯證轉向

技術優化，未來應強化資料整合、連結分析與決策，並建立穩定的專業支持系統。真正重要的不在於「是否擁有數

據」，而在於「是否具備運用數據以實現公共價值的制度與能力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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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不見的四成：延畢學生輪廓分析與分流對策 

吳曉華 1、孔健中 2、廖益興 3、辜輝趂 4、黃鉉瑋 5 

1 靜宜大學研發處校務發展暨評鑑組 

2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院務研究暨永續發展辦公室執行秘書 

3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／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

4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電通系副教授兼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秘書 

5 中臺科技大學醫檢系／校務研究中心 

一、案例背景與研究問題 

本案例設定於一所地方型科技大學，學生以在地就學為主，延畢比例超過兩成，已影響校務評鑑結果與財務

穩定。校方希望透過資料分析掌握延畢學生的特徵，並據以設計早期預警與學習支持對策。 

面對這個題目，最直覺的作法是建立預測模型，找出「哪些因素會導致延畢」。但這條路徑藏了一個容易被忽

略的前提：它假設延畢生是同一種人，只是程度不同。學生離校與延畢的古典理論早已指出，學業與社會整合的失

敗可經由多條路徑發生（Tinto, 1975）；而校務研究的價值，正在於把這些路徑轉譯為所屬機構可執行的決策資訊

（Terenzini, 1993）。若延畢其實是由數條性質迥異的路徑造成，那麼一份「全校通用的高風險因子清單」不但幫

助有限，還可能讓學校把資源投在最容易辨識、卻未必最需要協助的那一群人身上。 

因此本組將研究問題重新設定為四問：延畢生有幾種類型？現行的預警機制看得見他們嗎？該用哪一個指

標？最早在哪一個時點，可以在還來得及補救時看見？ 

二、資料範圍與分析方法 

分析對象為 108 至 110 學年度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，涵蓋 4 個學院、14 個系所，每人追蹤 8 個學期，

三屆合計入學 2,880 人（核定招生名額 1,218 人，註冊率 78.8%）。資料取自學籍、選課、成績與預警輔導四類

紀錄，整理為四張表。 

延畢的前提是「留到最後」。入學 2,880 人中，休學未復學 174 人、轉出他校 118 人、退學 111 人、學

籍或成績資料不完整 77 人，最終分析樣本 2,400 人，占 83.3%。排除並非隨機：他們的入學成績 PR 平均 39.9，

留下者 46.6。因此本文的延畢率是「條件於留到第八學期」的估計（Heckman, 1979），不宜外推至全體入學生。 

在這個樣本框下，共有 530 位學生延畢，延畢率 22.1%，平均延修 1.61 年，每屆約 177 位，每屆多出 284 

個在學人年。換算成單位畢業生的在學年數是 4.36 年，而不是理想的 4.00 年。 

輪廓分析採 k-means 非監督式分群（Hartigan & Wong, 1979），對象只含延畢生，變項只用歷程資料（修

課量、成績、通過率、停修、工讀、學分缺口、門檻是否通過與轉系抵免），各變項先轉為 z 分數後以歐氏距離計

夏日學校成果專欄-專題分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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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不放入任何結果變項，以免循環論證。以分群建立學生行為類型在校務研究已有先例（Bahr, 2010）。群數不

由人決定，而由三項準則交叉判定：輪廓係數 0.344 與 Calinski-Harabasz 190.7 在 k=5 最高，Davies-Bouldin 

1.002 在 k=5 最低，三項一致指向五群（圖 1；Rousseeuw, 1987；Caliński & Harabasz, 1974；Davies & 

Bouldin, 1979）。須說明的是，輪廓係數 0.344 的絕對值只算中等，群界並非涇渭分明；本文主張的是五群的瓶

頸位置不同，而非群集之間完全分離。 

 

圖 1  群數選擇的三項準則：輪廓係數、Calinski-Harabasz、Davies-Bouldin 一致指向 k = 5 

三、主要發現 

（一）延畢生分為五群，瓶頸位置互不相同 

530 位延畢生分為五群，瓶頸位置完全不同，且不集中於少數系所（各群內最大單一系所佔比不超過 18.5%）。

詳見表 1。 

表 1  五群延畢生的規模、瓶頸與可觀察特徵 

群別 佔比 人數 瓶頸所在 觀察到的特徵 

G1 學力不足型 24.5% 130 課修不過 通過率 0.63、GPA 1.35、累計不及格 23.2 門 

G2 修課量不足型 34.9% 185 修課量不足 每學期僅 16.4 學分、工讀 26.3 小時、GPA 2.32 正

常 

G3 轉系抵免型 18.7% 99 學分被抵免 全數轉系，抵免損失 22.1 學分、停修 1.4 次為各群

最高 

G4 外語門檻未過型 11.7% 62 外語檢定未

過 

學分超修 26.1 學分、GPA 2.56 為五群之冠 

G5 專業門檻未過型 10.2% 54 專業實習未

過 

學分超修 19.1 學分、GPA 2.47 

前三群合計 78.1%，瓶頸都是學分不夠，但原因完全不同：修不過、修得少、被抵免掉。後兩群合計 21.9%，

學分不但夠還超修二十學分以上，卡的是畢業門檻。五條路徑需要的介入手段互不相同，這正是「輪廓」與「風險

因子清單」的差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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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差異在學分累積軌跡上最清楚（圖 2）：G4 與 G5 兩條線幾乎與準時畢業生重疊，學分甚至超過畢業門

檻，卻因外語檢定或專業實習未通過而延畢。對只監看學分與成績的預警系統而言，這群學生等同於不存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 五群延畢生的學分累積軌跡（以中位數表示） 

分群只使用學業行為變項，入學管道、弱勢身分、在地生與學院均未納入。將這些完全未參與分群的外生變項

回頭比對，五群仍呈現清楚差異（表 2），可作為分群結構的外部效度佐證。以未參與分群的變項檢驗群集是否對

應真實差異，是集群分析的標準驗證程序（Hennig, 2015）。 

表 2  五群延畢生的背景組成（以下變項均未參與分群） 

群別 入學 PR 中位數 單獨招生占比 弱勢身分占比 主要學院 

G1 學力不足型 29.1 39.2% 32.3% 民生學院 44.6% 

G2 修課量不足型 44.0 24.3% 75.7% 管理學院 32.4% 

G3 轉系抵免型 41.1 16.2% 45.5% 管理學院 34.3% 

G4 外語門檻未過型 44.4 19.4% 17.7% 管理學院 40.3% 

G5 專業門檻未過型 39.9 22.2% 16.7% 民生學院 38.9% 

（全體分析樣本） 47.0 17.2% 20.8% — 

（其中準時畢業者） 48.5 14.8% 13.5% — 

三點值得注意。其一，G1 的入學 PR 與單獨招生占比都明顯偏離全體，顯示「單獨招生延畢率偏高」這個校

級現象的落點集中於此群，而非平均分布於五群。其二，G2 的弱勢身分占比達 75.7%，是全體的三倍以上，與

後文「控制工讀時數後弱勢身分的關聯明顯減弱」相互印證，因此該群的對策應為助學金置換工讀而非課業輔導。

其三，G4 與 G5 的弱勢占比與入學 PR 都貼近準時畢業生，背景結構幾無差異：這兩群的延畢既非家庭資源問

題亦非學力問題，而是畢業門檻的檢核時點問題；正因其學業表現正常，以學業表現為判準的預警機制必然看不

見他們。 



 

13 

（二）現行預警機制看不見其中的四成 

將既有的預警規則視為一個分類器並評估其命中與誤報，是學習分析文獻中的標準作法（Arnold & Pistilli, 

2012）。本組據此把現行「單學期不及格學分達修習學分二分之一」規則加以評估，並採最寬鬆的口徑：四年八個

學期中任何一期觸發過就算抓到。結果是整體涵蓋率 56.6%。 

換言之，有 230 位延畢生在四年內從未進入任何一期預警名單，漏掉 43.4%。另一個方向同樣失準：名單

上有 222 位學生最後準時畢業，陽性預測值 57.5%、特異度 88.1%。兩個方向都失準，才足以支撐「問題不在

門檻鬆緊，而在判定維度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 現行預警規則對各群延畢生的涵蓋率與漏抓人數 

逐群拆解後落差更明顯（圖 3）：現行機制幾乎只看得見它本來就設計要抓的 G1，而 G4 只有 27.4%。這

並非執行不力，而是結構限制：單學期閾值無法辨識「每學期只差二至三學分、但持續累積四年」的學生，更看不

見成績從頭到尾正常、只卡在門檻的那兩群。 

（三）四個因子逐一檢查：三個不能照字面用，一個可以 

這一節的三個發現有同一個結構：因子本身有訊號，但照字面用會各自導出一個錯誤的政策，分別是「輔導無

效、應縮減資源」、「一律限制工讀」與「拉高招生門檻」。現行機制錯的不只是判定維度，連它手上已經有的因子

也在被錯用。本組先把 11 個候選因子在第 2 學期末的單因子 AUC 排開（最高 0.825，最低 0.500），再挑四

個逐一檢查：累積進度指數與工讀時數分別是學業族與經濟族最耐用的代表；入學成績 PR 與導師晤談次數則不

是因判別力入選，而是因為全校普遍已在使用、卻用錯了方式。重點不是 AUC 高不高，是這個係數能不能照字

面寫進規則。 

第一，導師晤談呈現典型的反向因果。晤談由成績偏低所觸發（當學期 GPA 低於 2.0 者平均晤談 1.47 次，

2.0 以上者 0.75 次），而晤談本身又具保護效果，兩個方向纏在一起。圖 4 把四種模型設定並排：不加控制得到 

+0.189，看起來「晤談越多越容易不及格」；控制前一學期 GPA 仍是 +0.028，方向還是錯的；再控制個人平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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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PA 雖然翻正，卻是典型的壞控制，因為個人平均含有未來學期的資訊（Cinelli et al., 2024）。設計上站得住的

只有條件式邏輯斯迴歸（Chamberlain, 1980），它以學生固定效果只比較同一位學生不同學期間的變化。 

         圖 4  導師晤談係數的四階梯：同一份資料，四種設定，結論相反 

許多學校以晤談次數作為輔導績效指標。不處理反向因果，就會把有效的輔導判定為有害，甚至據以縮減資

源。而這套輔導鏈真正的斷點不在晤談，在其後的補救教學：被預警的 522 人中只有 82 人曾參加過任何一次，

以人計的參與率是 15.7%；若以學期人次計，1,003 個被預警學期中僅 87 次伴隨補救教學，人次參與率 8.7%。

本文凡與 40% 目標對照者，一律採以人計的口徑。 

第二，工讀時數與延畢率不是線性關係，而是門檻效應（圖 5）：每週 15 小時以內幾乎沒有差別，之後一路

惡化到 25 小時以上的 80.7%；既有文獻的整體結論同樣是取決於時數而非有無（Neyt et al., 2019）。線性模型

會把這個形狀壓成一條直線，只得出「工讀越少越好」。要留意最低的兩組數值相同，因此資料只支持「十小時以

內沒有差別」，不足以主張「適量工讀優於不工讀」；15 小時是由分組結果讀出的轉折點，並非事前設定的門檻，

宜先作為試辦值而非既定政策。此處也接回前述 G2 的弱勢占比偏高：弱勢身分的延畢係數為 1.723，控制大一

（前 2 學期）平均每週工讀時數後降至 0.747。邏輯斯迴歸的係數不可折疊，係數縮減的幅度不能直接讀成中介

比例，因此本文只主張「控制工讀後，弱勢身分與延畢的統計關聯明顯減弱」，不宣稱有特定比例的效果經由工讀

傳遞。就政策而言關鍵在於：工讀時數可介入，弱勢身分不可。對策因此不是禁止工讀，而是把上限設在每週 15 

小時，並以助學金置換高工時。 

 

 

 

 

圖 5  每週工讀時數與延畢率：門檻效應而非線性關係 

 

第三，入學成績的預測力大半被大一 GPA 吸收（Baron & Kenny, 1986）：單獨以入學成績 PR（每 1 個標

準差）預測延畢，係數為 -0.466，控制大一 GPA 後降到 -0.073；只控制系所則為 -0.446、幾乎沒變，可見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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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不是混淆來源。同樣受係數不可折疊的限制，這裡不宜把係數變化換算成中介比例，但方向很清楚：一旦大一表

現進入模型，入學成績幾乎不再提供額外訊息。這代表招生端拉高門檻的效益遠低於入學後第一年的支持投資，

對生源本就有限的地方型科技大學尤其關鍵：沒有拉高門檻的本錢，但有經營大一的空間。 

第四個因子是唯一可以照字面用的：累積進度指數，即累積通過學分除以「該生應修學分除以 8 再乘以已修

學期數」。它在第 2 學期末的單因子 AUC 為 0.825，是 11 個因子裡最高，而且沒有前三個的問題：它不被任

何介入觸發，不需要控制其他變項，也不是別的變項的代理。門檻取 0.85，來自準時畢業生在該時點進度指數的

第 10 百分位 0.87：落在準時畢業生最後一成以下就列管，不是拍腦袋訂的。但須說明，這個百分位取自本樣本，

門檻與其涵蓋率因而屬樣本內估計，在獨立世代上的表現尚待驗證。此一指標跨系可比，課程異動後仍可沿用；具

體的名單長度與涵蓋率見第四節。 

（四）最佳介入時點在大一下學期結束 

本組分別以第 1 至第 6 學期末的可得資料建模，繪製預警效能曲線（圖 6）。此處採世代外部驗證（108、

109 兩屆訓練，110 屆測試；同校跨世代，非跨機構驗證），而非同體內估計：後者在同一批人身上配適又預測，

AUC 必然偏高，不足以支撐時點結論。曲線要與另一條線同時看：可補救性，以剩餘學期數乘以每學期可加修學

分估算補救上限。每學期可加修幾學分並無實證來源，因此圖中以 2 至 5 學分的帶狀範圍呈現，中線為 3 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6  預警效能曲線與可補救性的交叉 

第 2 學期末，高風險群平均學分缺口 14.1 學分，仍在可補救帶內（該時點帶寬 12–30 學分）；第 3 學期

末缺口已達 17.4 學分，穿出帶的中線（15 學分）。此後 AUC 仍在上升，可補救空間卻持續關閉。等到預測更

準，已經來不及。 

補救上限的敏感度：每學期 2 學分則第 2 學期末穿出，3 學分則第 3 學期末，4 或 5 學分則第 4 學期

末。假設越保守（補救能力越差），交叉點只會更早、不會更晚；若此處的假設有誤，結論會朝「應更早介入」偏

移，而非相反。 

同一批模型也劃出能力邊界：預測「是否延畢」可用（第 2 學期末外部驗證 AUC 0.863），但「外語檢定會

不會過」的 AUC 從第 1 到第 6 學期一直落在 0.649 至 0.691，延修年數的 R² 約為 0。這類問題該走行政檢

核與事件觸發，不該硬做成模型。而「最早什麼時候看得見」這個問題本身，對不同的群其實有不同的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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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策略建議 

策略建議依三軌展開。本文把辨識機制分為三軌，差別只在兩件事：模型預測得到嗎？有沒有一個看得見的

觸發事件？預測得到的走名單軌，對象是 G1 至 G3，合計占延畢生 78.1%；預測不到但事件本身看得見的走事

件軌，管的是轉系與停修這些事件而非人；兩者皆無的走檢核軌，對象是 G4、G5 的畢業門檻，合計 21.9%。能

預測的用名單，不能預測的用制度接住，兩者的觸發方式不同，不能混為一談：名單軌的問題是「用哪一個指標、

在哪一個時點判定」，事件軌與檢核軌的問題則是制度設計，與模型準度無關。 

改指標。現行「單學期不及格學分達二分之一」應補上前述的累積進度指數：前者抓急性惡化，後者抓緩慢滲

漏。以指數低於 0.85 判定，名單 467 人（占全體 19.5%）、涵蓋率 55.8%，與現行規則跑滿八學期的 56.6% 

相當，但陽性預測值由 57.5% 提高到 63.4%，且抓到的是不同的一批人；兩項規則併用時名單 534 人、涵蓋率 

59.2%。與同時點（第 2 學期末）現行規則單獨的 376 人、41.7% 相比，多列 158 人、多抓 93 位延畢生，

而陽性預測值維持在 58.8%。上述門檻與涵蓋率均在同一份樣本上決定與評估。 

改時點。校級預警的主要判定時點建議訂在第 2 學期末，該時點的預測力已足，學分缺口仍在可補救範圍，

而各群的累積進度指數已明顯分離：G1 為 0.55、G2 為 0.81、G3 為 0.86、G4 為 1.13、G5 為 1.05，準時

畢業生的中位數則是 1.22。 

改分流。五群採不同介入，推估可救回比例如表 3。其中 G2 修課量不足型的可救回比例最高，因為他們的

通過率本來就正常，缺的只是修課量。 

表 3  五群延畢生的分流介入措施與推估效益 

群別 建議介入措施 推估可救回 現行涵蓋率 

G1 學力不足型 大一必修補救教學與重補修安排 54.6% 99.2% 

G2 修課量不足型 助學金置換工讀，並設定每週時數上限 86.5% 46.5% 

G3 轉系抵免型 放寬轉系學分抵免，並重排修課計畫 85.9% 47.5% 

G4 外語門檻未過型 外語門檻檢核提前至大三上學期 51.3% 27.4% 

G5 專業門檻未過型 實習媒合與門檻檢核提前至大三上學期 70.0% 38.9% 

前三群的可救回比例含明示假設（G1 通過率 +0.18、G2 修課量回到 21 學分、G3 抵免全數認回），但那

些假設都可以用資料重算。G4 的 51.3% 與 G5 的 70.0% 則均屬假設值，這一點必須主動交代：A 表僅存二

元的門檻通過與否，連「離門檻多遠」都無從判斷；而「考過未達標」與「從未應試」雖可由應試紀錄區分，在本

研究的資料設定中兩者的潛在學力並無差異，不足以支撐差別推估。因此這兩項改以敏感度分析交代其影響，而

非以資料錨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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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情境的推估見圖 7：現況 22.1% 降到五群分流的 17.5%，相對降幅 20.7%；只把現行規則做得更嚴只

到 20.9%，幾乎沒有改善，因為現行機制的補救教學參與率只有 8.7%，而且它本來就只看得見 G1。改為按五群

分別設計介入、並假設各群補救參與率提升至 40% 後，每屆少 37 位延畢生，單位畢業生在學年數由 4.36 年

降到 4.28 年，每屆釋出約 59 個在學人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7  三種情境下的全校延畢率推估 

 

三個情境套用同一組折扣鏈：可救回比例 × 辨識率 × 參與率。辨識率不可省略：若假設辨識率 100%（名

單一定抓得到每一位可救回的學生），分流情境會降到 15.7%、每屆省 51 人，但那是理論上限而非推估值。本文

採用的 17.5% 已以名單軌實測的逐群涵蓋率折算。 

G4 與 G5 的可救回比例既屬假設值，即以敏感度分析交代：G5 於 50% 至 90% 間掃描，分流情境的延

畢率僅在 17.3% 至 17.7% 之間，即使取最保守的 50%，仍優於「僅強化現行預警」的 20.9%。原因是兩群合

計只占延畢生 21.9%，權重有限；真正會翻轉結論的假設是參與率，而非此二項。 

把折扣鏈的三個假設全部開放調整，瓶頸的位置就看得出來：辨識率由 59.2% 拉到 100% 只值 1.8 個百分

點（延畢率 17.5% → 15.7%），參與率由 40% 拉到 100% 值 9.7 個百分點（→ 6.0%），是前者的五倍。方案

的天花板由參與率決定，不由模型準度決定；參與率該設多少，因此是校方的政策選擇，不是模型的輸出。 

投入端與追蹤設計。效益推估若不併陳投入，難以進入校務決策。本文不估金額（各校單位成本差異過大），

改以可直接對照人力的工作量表達：名單軌在第 2 學期末每屆 178 人，現行規則同時點 125 人，增量 53 人

（約 42.4%）；事件軌每屆約 91 件（轉系 273 人、占 11.4%），逐案觸發，無須新增常態編制；檢核軌每屆約 

39 人，屬大三上一次性盤點，時點不得晚於第 5 學期。最關鍵的一項是：模擬所採用的 40% 參與率換算為每

屆 71 人，而現行補救教學實際觸及僅 27 人，服務量能須擴充至約 2.6 倍。整套方案的瓶頸不在模型精度，而

在輔導量能。 

追蹤指標亦須在上路前訂定，且每項均應附現況基線：名單軌涵蓋率（第 2 學期末，41.7% → 59.2%）、補

救教學參與率（以人計，15.7% → 40%）、轉系當學期完成修課重排比例、大三上前完成外語檢定與實習媒合盤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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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。後兩項現行學籍系統並無對應欄位，須先補建才能量測。前四項每學期即可量測，適合作為管考點；延畢率

（22.1% → 17.5%）與單位畢業生在學年數（4.36 → 4.28 年）須四年後方能觀察，不宜用於年度考核。驗證設

計建議以 111 學年度入學生為第一個實施世代，與本研究的 108–110 三屆作同時點對照，與效能曲線所採的跨

世代驗證同屬一套邏輯，避免以訓練資料自我驗證。 

五、方法論反思與研究限制 

本研究刻意不以人工定義型別，也不以事後歸因判定型別，而是讓群數由準則決定。分群沒有標準答案，必須

自證可重現。本文以調整後蘭德指數（ARI）量測不同設定間的一致性（Hubert & Arabie, 1985）：換 6 種亂數

種子 ARI 最低 1.000、群數一樣是 5；以 R 4.x 重跑同一份規格 ARI 1.000；若初始值只跑 1 次，最差掉到 

0.575；逐一移除單一變項，ARI 最低 0.705。因此有兩個前提必須隨方法一起交付：初始值次數須大於等於 20，

變項清單與群數準則必須寫死。「同一份資料加同一份規格會得到同樣結論」成立，「各自發揮也會得到同樣結論」

並不成立。 

判讀穩健性時還有一條規則：一致性要與該方法自身的適配度並看。本例中平均連結法的 ARI 只有 0.399，

但它自己的輪廓係數也最低，那代表這個方法不適合這份資料，而不是分群結構有問題。 

限制也必須說明。政策模擬中的「可救回比例」是反事實推估的理論上限，實際效益另受參與率與執行品質影

響；其中參與率假設最脆弱，建議先小規模試辦，不要直接寫進校務計畫。群的數目、各群比例與各項效果量都與

課程結構、學生組成及畢業門檻設計綁定，換一所學校必須重新分群。方法上另有四項本文未及處理：分群變項含

「門檻是否通過」與「是否轉系」兩個二元指標，以歐氏距離處理二元變項是本文的簡化，改用 Gower 距離或

混合型模型有待檢驗；本文未報告各項比例與係數的信賴區間，亦未提供校準指標與逐群的陽性預測值；群集穩

定性只以更換設定的 ARI 檢驗，未做重抽樣；中途離校（休學、退學、轉出）與延畢在真實情境中互為競爭風險，

本文以「留到第八學期」為條件處理，完整的作法應採多狀態或競爭風險模型。 

最後是落地的風險。名單軌若納入弱勢身分或工讀時數作為判定變項，可能造成標籤化，也涉及個資使用的

正當性；轉系抵免的放寬牽動課程品質與學位要求；門檻的提前檢核若處理不當，容易讓學生被當成一個風險分

數。因此模型應定位為輔助工具，導入時須配套學生知情、資料治理、人工覆核與申訴機制，並定期檢視不同群體

的誤判率是否存在系統性差異。任何一項自動化判定都不應由模型單獨決定學生接受何種待遇。 

最後說明採用模擬資料的用意。以已知真值的模擬資料檢驗統計程序，是評估方法表現的標準途徑（Morris 

et al., 2019）；本文借用同一邏輯，把檢驗對象從「統計量的偏誤」擴大為「整條校務分析流程會不會被資料的表

象誤導」。相關素材與歷屆案例可參見協會電子報。 

回到最初的問題。延畢生確實不是同一種人：五條路徑的瓶頸互不相同，而現行的預警工具正好只對著其中

一種。因此本文主張具備可移轉性的並不是這五個群，也不是這些效果量（它們都與該校的課程結構與學生組成

綁定），而是分析架構與檢核程序：先確認異質性，再評估現行工具，最後才談時點與對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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哎呀，沒想到這個校務研究中心主管的位子還沒坐熱，就得開始寫「小宇宙第二集」。 

這一個月，我們比較著重在處理兩件事情：獎助學金分發，以及科技繁星名額設定。 

既然叫「小宇宙」，我就先不說我們具體是怎麼做的，只談談這段時間做這兩件事情的一些心得。 

先說獎助學金。 

每一所學校其實都有非常多獎助學金，有校內的，也有校外的。但真正親自下去盤點、整合之後，才會發現：各種

獎助學金的申請資格、條件、表格與應備文件，真的是五花八門。 

所以，我們想做的事情，是設計一套機制，讓學生依照自己的情況上傳必要的資料，系統再進一步整合、判斷「哪

些獎助學金是他可以申請的」。如果能夠做到最後，我希望學生只要確認自己的資料與申請項目，系統就能協助自

動產製申請表格，讓學生確認、簽名之後，就可以直接進入後續的申請程序。 

這件事情乍看之下好像沒有那麼複雜，但真的動手做之後，才發現裡面藏著非常多需要思考的細節。 

至於有哪些細節，這裡就容我先賣個關子。等我們真的把東西幹出來，再找機會跟大家分享。 

不過，做這件事情讓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。 

就拿我自己來說，我有一個小孩，但你問我現在到底有哪些育兒津貼、補助是我可以申請的，我還真的沒有那麼清

楚。中央有中央的制度，各縣市又有各縣市不同的資格與條件，要一個一個網站點進去、一條一條看，對一個每天

忙到不行的人來說，真的不太容易。 

所以我一直在想：如果有一個更好的整合機制，可以根據一個人的條件，主動幫他整理出「你可能符合哪些資格、

可以申請哪些資源」，是不是就能讓政府原本的美意，更有效率地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？ 

這大概也是我做校務研究之後越來越強烈的一個感受：很多時候，問題不是沒有資源，而是「人」和「資源」之間

缺少了一個好的媒合機制。 

這也剛好連到我們最近處理的第二個問題——科技繁星。 

前陣子，我剛完成一個關於錄取分發機制的模擬研究，比較 Boston mechanism（波士頓制）與 Deferred 

Acceptance mechanism（延遲錄取制）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搜尋一下這兩個制度的差異。簡單來說，有點像

現在申請入學和聯合登記分發在「填志願」邏輯上的差別。 

第六屆秘書長傅遠智   

 



 

21 

我真正感興趣的，其實不只是「哪一個制度比較好」，而是制度一旦改變之後，學生與學校的行為會怎麼跟著改變。 

因為這種選校與配對的問題，本質上很像市場機制中的供需媒合：學生希望在自己的條件與限制下，進入最符合

期待的學校；學校則希望透過招生制度，找到最符合自身目標的學生。 

這中間其實存在非常有趣的策略互動與制度效果，只是過去在校務研究裡，這類問題相對少被討論。 

今年五月，我們實驗室也在美國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的年會中，針對類似的研究進行口頭報告，得到不少回響。很多

人認為，當各校開始面對招生制度改變、生源結構變化與少子化壓力時，這種「如果制度改了，接下來會發生什

麼？」的推估能力，可能正是未來校務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塊。 

科技繁星的問題也是一樣。 

我們正在做，但目前還沒有成熟到可以拿出來說嘴。所以只能繼續幫自己挖坑，等哪一天真的把坑填完，再來跟大

家報告我們到底做了什麼。 

最後，順便統一回答最近很多好朋友問我的一個問題： 

「你最近事情這麼多，為什麼看起來沒有被操老？」 

我後來想了一下，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——我發自內心覺得，我現在做的事情很酷。 

我不太怕挑戰難的問題，甚至某種程度上，我還滿喜歡難的問題。 

更幸運的是，我身邊有一群實驗室的小夥伴願意跟著我一起想。他們不只是幫我做事情，而是會用自己的才華、專

業與想法，帶著我們一起攻克一個又一個的難題。 

我們很喜歡解決「難的問題」，也喜歡解決「有影響力的問題」。 

而我覺得，正是這個過程，讓我們一直保持著思維的活力。 

這幾年我也越來越覺得，經營一個實驗室，其實是一門技術活。 

第一，我很幸運，在北科大遇到了一群非常有才華的學生。 

第二，我也很幸運，我對他們的誠懇與信任，最後能換來他們對自己的要求與成長。慢慢地，他們不再只是「幫老

師做研究的學生」，而是開始成為能夠自己定義問題、尋找方法、解決問題的獨立校務研究工作者。 

對我來說，這可能比完成任何一個專案，都更讓人開心。 

至於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 

這個就不適合寫在小宇宙裡了。 

等明年年會，喝了靈魂之水，我們再慢慢聊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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